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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贩卖毒品是实现毒品犯罪经济利益的重要环节，是危害最为严重的毒品犯罪类型之一。

现有研究主要关注毒品犯罪与建成环境之间的关系，没有顾及打击后贩卖毒品犯罪空间转移

现象以及影响因素的变化。本文基于日常活动理论、犯罪模式理论和社会解组理论，以中国

ZG市主城区为例，融合多源时空数据，分别对2013年8月开始的“雷霆扫毒”前后的贩卖毒品

犯罪构建负二项回归模型，分析微观尺度下半公共空间、室外公共空间和室内私人空间对贩卖

毒品犯罪影响的变化。研究发现“雷霆扫毒”行动后：① 贩卖毒品犯罪案件数量显著下降；② 半

公共空间对贩卖毒品犯罪的影响作用减弱；③ 室外公共空间对贩卖毒品犯罪影响作用增强，室

内私人空间对贩卖毒品犯罪的影响上升。结果表明：“雷霆扫毒”专项行动开展后一年，贩卖毒

品犯罪的“主阵地”发生变化，由城市半公共空间逐渐向室外公共空间和室内私人空间转移。

特别的是，“雷霆扫毒”对大毒枭及贩毒团伙的打击成效突出，促使 2014年贩毒案件大幅度下

降，实现了专项行动开展的目的。后续一系列专项行动进一步提升了对贩卖毒品犯罪的发现

和查处能力，显示出专项行动对打击隐性犯罪的明显效果。研究表明公安执法部门必须对毒

品贩卖犯罪进行持续的、有针对性的打击，对发生地的变动进行定期的监控，不能一蹴而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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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受国际毒潮持续泛滥和国内多种因素影响，毒品犯罪活动在
中国蔓延开来[1]。贩卖毒品犯罪是涉毒犯罪中最为常见的犯罪类型之一，其衍生的健康问
题及社会公共安全问题给个人、家庭和社会带来沉重负担。现行刑法明确规定，贩卖毒
品犯罪是指明知是毒品而非法销售或者以贩卖为目的非法收买毒品的行为[2]，该犯罪活动
有很强的隐性特征，常规的案件发现方法难以侦破，尤其是近年来各类新型毒品不断涌
现，给该类犯罪活动发展、蔓延、不断扩大规模提供了便利条件。ZG市所在省制贩毒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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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到危害十分严重的情形，2013年8月省级公安机关牵头开展“雷霆扫毒”专项行动[3]。
根据情境犯罪预防理论（Situational Crime Prevention），犯罪干预措施会对犯罪分子

产生威慑作用，从而减少犯罪的发生[4]，但干预后往往出现正反两面效应即效益扩散和犯
罪空间转移现象[5-6]。前人大多以盗窃类犯罪和暴力犯罪为研究对象，对犯罪空间转移和
效益扩散现象开展研究[7-10]，而贩卖毒品犯罪却鲜有涉及。在“雷霆扫毒”行动背景下，
毒品供给与需求关系出现失衡。为维持毒品市场，毒贩是转移“主阵地”从而“另起炉
灶”？抑或就此“销声匿迹”，并将打击效益扩散到周边地区？Eck认为与其他类型犯罪
相比，贩卖毒品犯罪可能更容易出现空间转移[11]，一旦打击行动松懈或停止往往会反弹
或转移到附近社区[12-13]。但也有学者研究发现对贩卖毒品犯罪采取干预措施后，实验区出
现效应扩散现象，毒品交易市场整体规模缩小[14-17]。当前国内对此现象的关注不够，缺少
相关的实证研究。

毒品交易行为受打击后，涉毒人员将面临空间再决策问题，影响贩卖毒品犯罪的因
素可能随之变化。前人研究发现影响贩卖毒品犯罪的因素主要包括经济因素[18]、社会环
境因素[19-22]和建成环境因素[23-25]。其中，城市建成环境是涉毒人员空间意识的重要组成部
分，也是进行毒品交易的空间载体。依据形态与性质，城市建成环境即城市空间可分为
不同类型。如Newman提出的防御空间理论强调防御空间设计需明确界定私人、公共和
半公共空间3种类型的空间，以加强社区居民的领域感，从而减少犯罪的发生[26-27]。王发
曾将城市空间细分为公共空间、非公共空间、边际空间和移动空间等多种空间类型[28-29]，
并指出犯罪高发区与不同空间类型盲区具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需要针对不同类型的空
间盲区提出预防犯罪综合治理办法[30-31]。室外公共空间是城市中最为“显性”的空间类
型，具有公众性和非排他性等一般公共资源特性，此类空间内的行为活动全公开[30]；室
内私人空间具有排他性和隐蔽性特征，比起“露天”的公共空间更具犯罪吸引性；半公
共空间介于室外公共空间和室内私人空间之间，兼具开放与封闭两种形式，其空间内的
活动与街道活动隔离，但仍然是公共性质的空间[32-33]。随着大数据采集技术的发展，在交
通规划 [34-35]、地理大数据与城市研究 [36-37]和犯罪地理研究 [38-41]等领域，兴趣点（Point of
Interest, POI）常被用于表征城市建成环境。部分研究利用POI数据，基于日常活动理论
和犯罪模式理论，以微观地理环境视角分析发现，吸引大量潜在毒品购买者的酒吧、俱
乐部、酒店和零售商店等半公共空间是涉毒人员青睐的交易地点[42-44]，出租屋等隐蔽性强
的室内私人空间也是毒品犯罪的风险因素[42]，公交站点和主干道等可达性高的室外公共
空间为毒品交易市场得以维持提供有利环境[45-46]。已有研究尚未考虑在禁毒行动背景下，
半公共空间、室外公共空间和室内私人空间对贩卖毒品犯罪影响的变化。

综上，本文以ZG市主城区的贩卖毒品犯罪为研究对象，基于日常活动理论、社会解
组理论和犯罪模式理论，探讨禁毒行动对贩卖毒品犯罪的影响，分析微观尺度下半公共
空间、室外公共空间和室内私人空间对贩卖毒品犯罪影响的变化。本文研究内容主要包
括：①“雷霆扫毒”行动背景下贩卖毒品犯罪的空间格局是否发生变化？其规律如何？
②“雷霆扫毒”前后半公共空间、室外公共空间和室内私人空间对贩卖毒品犯罪空间格
局的影响变化如何？

2 研究区概况、数据来源与方法

2.1 研究区概况
ZG市是中国南方特大城市之一，拥有优越的地理位置，便捷的交通运输条件，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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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容的人文环境。1978 年改革开放以来，
ZG 市在国际毒潮和贩毒势力的渗透蔓延
下，成为走私毒品通道的重要中转地、毒品
销售地和进出总口岸，是国内毒品犯罪较为
严重、复杂的地区，并且是 2013年“雷霆
扫毒”行动重点打击的地区之一。本文的研
究区是ZG市的主城区（图1），区域总面积
约为 325.4 km2，2013年人口约为 420万人，
是该市人口最集中，经济最发达的区域。
2.2 数据来源

研究数据主要包括毒品犯罪接警数据，
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道路网络数据和POI
数据。① 毒品犯罪接警数据由ZG市公安局
提供，数据内容包括确认警情类别、案发地点和确认警情时间等信息。毒品犯罪确认警
情类别包括贩卖毒品案，容留他人吸毒案，运输毒品案等毒品犯罪案件。由于“雷霆扫
毒”于 2013年 8月启动，研究的时间跨度分为打击前（2012年 8月—2013年 7月）和打
击后（2013年9月—2014年8月）。剔除与本文不相关的毒品犯罪类型以及排除研究区域
外的案件点，最后获得打击前和打击后贩毒毒品犯罪案件分别为455起和387起。② POI
和路网数据均来自道道通电子地图导航公司（http://www.ritu.cn/），其提供2014年的POI
数据和2016年的路网数据。POI数据主要包括娱乐场所设施，零售商业设施，旅游住宿
设施以及公共交通服务设施。路网数据包括城市主干道、次干道和城市支路等道路等级
信息。③ 居民区数据来源于 OpenStreetMap （http://download.geofabrik.de/asia/china.
html）开源地图数据集[47]。研究区范围和边界来源于基础地理数据库。④ 社会环境特征
数据来源于以社区为尺度的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包含外来人口户口在本省其他县市，
外来人口户口登记为省外和各学历阶层人数等社会属性信息。NPP-VIIRS年合成夜间灯
光数据通过Harvard Dataverse平台（https://doi.org/10.7910/DVN/YGIVCD）下载获得[48]。
2.3 研究方法

参考前人的研究[38, 49]，本文将研究区域划分为150 m×150 m的网格。利用ArcGIS生
成贩卖毒品犯罪的核密度图以及计算格网内不同类型POI的占比，将格网划分为半公共
空间、室外公共空间和室内私人空间3类空间类型，探究“雷霆扫毒”行动前后贩卖毒
品犯罪空间格局的变化，继而分别建立打击前后的负二项回归模型，对贩卖毒品犯罪的
影响因素进行分析。

模型的因变量为贩卖毒品案件数量，数值是非负整数，贩卖毒品犯罪是小概率事
件，通常考虑采用泊松回归模型或负二项回归模型[50]。本文采用的犯罪案件数量具有过
度分散的特征，即方差大于均值[51]。泊松回归模型的约束条件为因变量的均值等于它的
方差，因此不适用于本文。负二项回归模型是泊松回归模型的推广，相较于泊松回归模
型，其在拟合过度离散变量时，具有更好的拟合效果。因此，采用负二项回归模型分析
贩卖毒品犯罪的建成环境因素，负二项分布的概率密度函数表达式为：

pr(Y = y∣μ, α) =
Γ( )α-1 + y

Γ( )α-1 + Γ(y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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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式中：Y为因变量，即ZG市主城区的贩毒案件数量；Γ是Gamma积分，其设定了积分参
数阶乘； μ = E(y) 是期望函数；α为Gamma分布的离散参数，当α趋向于0时，即数据不

图1 研究范围
Fig. 1 Study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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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过度离散问题，负二项接近泊松分布。当α > 1，且显著时，说明负二项回归模型更
适合对数据的拟合。

模型解释变量的边际效应称为发生率比（Incidence Rate Ratio, IRR），表示解释变量
x每增加一个单位，事件发生率将增加为原来的 IRR倍。IRR值是由系数β转换得到的，
转换公式：

IRR = exp( )βi （2）

式中：βi为第 i个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IRR值用于两个时期相同变量回归系数大小的比较。
2.3.1 概念框架 根据日常活动理论，毒品交易的地点是买卖双方基于各自的日常活动进
行协商的结果 [52]，监管的缺失为顺利完成毒品交易创造机会 [25]。在日常活动理论基础
上，犯罪模式理论对活动空间的描述更详细[53]，其将拥有大量犯罪机会的场所归为犯罪
发生地（Crime Generators）和吸引地（Crime Attractors） [54]，这些场所既是人们进行合
法日常活动的场所和设施，也是毒贩寻找毒品购买者或进行交易的特定区域和场所[45]。
鉴于城市空间类型多样，本文将犯罪发生地和吸引地细分为半公共空间、室外公共空间
和室内私人空间。社会解组理论强调混乱的社区环境是犯罪活动增加的原因之一[55]。贩
卖毒品是一种非法的商业活动，由于受到严格的管控，毒贩选择的交易地点以高人口流
动性、社区贫困和种族异质性为典型特征[22, 56-57]。

基于以上理论及相关文献，本文选取代表城市建成环境中的半公共空间、室外公共
空间和室内私人空间的场所（POI）作为自变量表征犯罪发生地和吸引地；警力布控点
作为监管的衡量变量[38, 41]。受教育水平的赫芬达尔系数、外来人口占比、夜间灯光均值
均作为控制变量，分别为人口异质性[58-59]、人口流动性[60]和经济发展水平[61]的度量指标共
同表征社会解组程度（图2）。
2.3.2 变量的选取和描述性统计 本文分别以打击前后的贩卖毒品犯罪案件数量为因变量
构建模型。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1所示，两个时期的贩卖毒品犯罪案件数量的方差均
大于平均值。

（1）城市建成环境表征犯罪机会变量中的犯罪发生地和吸引地，具体分为半公共空
间、室外公共空间和室内私人空间。半公共空间包括旅店旅社、宾馆酒店、便利店、商
场超市、娱乐场所和停车场；室外公共空间包括主干道、支路、公交站点和公园广场；
室内私人空间包括居民区。建成环境变量中的POI均是网格内此类设施的个数；主干道
和支路的占比是网格内此类道路类型长度与所有道路长度的比值，若网格内没有任何道
路则赋值为0；居民区面积占比是居民区面积与网格面积的比值。

图2 概念框架
Fig. 2 Conceptual frame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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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社会人口经济特征作为控制变量，主要选取外来人口占比、夜间灯光均值和受
教育水平的赫芬达尔系数。外来人口占比为外来人口数量与社区总人口的比值。最后通
过空间网格化，将其值按各网格单元占社区面积的比例分配到每个分析单元。夜间灯光
亮度均值是将 2013年类NPP-VIIRS夜间灯光数据重采样后统计每个格网内的亮度值均
值。此外，在中国社会背景下，参考前人的研究[58-59]，用受教育水平的赫芬达尔系数衡量
人群的异质性，公式如下：

1 - A2 + B2 + C2 + D2 + E2 + F 2

(A + B + C + D + E + F + G)2
（3）

式中：A、B、C、D、E、F、G 分别代表格网内的小学、初中、高中、大学专科、本
科、研究生和未上过学人数。赫芬达尔系数范围在0~1之间，值越高表示人群构成异质
性越强。

（3）将研究区内的警力布控点作为正式社会控制变量，包括治安岗亭、派出所和警
务室。通过计算方差膨胀因子（VIF）检验自变量之间的多重共线性，两个时期最大的
VIF值均小于4。一般认为VIF值小于10说明自变量之间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54]。

3 贩卖毒品犯罪时空分布及其热点变化

“雷霆扫毒”行动前一年的贩卖毒品犯罪案件波动起伏较大，有明显的高峰和低谷；
打击后的贩卖毒品犯罪案件变化趋于平稳（图3）。打击前贩卖毒品犯罪案件高发月份为
11月和 3月，即春节假期前后；打击后无明显高峰，11月和 3月贩卖毒品犯罪案件数量
显著下降。以上信息表明在2013年“雷霆扫毒”专项行动的打击下，贩卖毒品犯罪案件
总量下降，整体毒品市场规模缩小，打击效果显著。

用核密度分析方法（Kernel Density Estimation）对贩卖毒品犯罪案件的空间分布特
征进行分析，得到打击前后的贩卖毒品犯罪案件核密度分布图（图4）。打击前后，贩卖

表1 变量的描述统计
Tab. 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dependent and independent variables

因变量

建成环境变量

社会环境变量

正式社会控制变量

变量

打击前贩卖毒品犯罪案件数量(个)

打击后贩卖毒品犯罪案件数量(个)

宾馆酒店(个)

旅店旅舍(个)

便利店(个)

商场超市(个)

娱乐场所(个)

停车场(个)

公交站点(个)

公园广场(个)

主干道占比(%)

支路占比(%)

居民区面积占比(%)

外来人口占比(%)

受教育水平赫芬达尔系数

夜间灯光均值

警力布控点(个)

平均值

0.030

0.026

0.088

0.010

0.094

0.132

0.022

0.248

0.104

0.008

6.300

25.900

9.300

1.661

0.045

25.511

0.078

方差

0.059

0.044

0.147

0.012

0.123

0.240

0.027

0.462

0.169

0.011

3.800

13.800

5.300

6.371

0.005

129.231

0.166

最小值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最大值

14

13

6

4

5

6

4

8

7

5

100

100

100

38.070

0.605

66.689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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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品犯罪都存在明显的空间聚集特征。贩毒案件主要聚集在中心城区的西北区域，呈西
北—东南走向带状分布，呈现“T”型的分布特征。打击前后贩卖毒品犯罪的空间分布
特征有明显变化。打击前贩卖毒品犯罪案件集中在C5、D4区域。C5为贩卖毒品犯罪高
发区，其靠近ZG市著名的非裔集中居住区，便利的商品贸易进出口通道和适宜的气候条
件吸引了“三非”人员在此区域聚集；高发区D4位于ZG市老城区的商业繁华地带，有
着悠久的历史文化、远近闻名的商业街以及完善的交通运输系统，不仅本地人口集中，并
且具有巨大的外源客流量；中低发区B4、C3、D5、F4、E6、G6和H6区域，为ZG市老
城区的住宅分布区，也是ZG市城中村分布区域，大量的外来人口在此聚集。打击后，
C4和D4区域的犯罪热点向东南方向转移，C5区域西南部的高发热点消失。B4和C3区
域由案件中发区变为低发区。F4、D3、C2和H6区域贩卖毒品犯罪案件数量逐渐下降，其
邻近的区域D2、C3和E4犯罪案件数量增加，并且D2、E7和F6区域新增零星犯罪热点。

为了更好显示犯罪在不同空间类型之间的转移，本文局部放大3个具有代表性的区
域：贩卖毒品犯罪热点区（D4），中发区（B4），中低发区（G6）。如图5所示，D4为贩
卖毒品犯罪热点区，打击后发生在该区域内半公共空间的贩卖毒品犯罪案件数量减少，
向周边的室外空间转移，室外公共空间的贩卖毒品犯罪案件数量增加。从贩卖毒品犯罪
中发区B4来看，打击后贩卖毒品犯罪案件发生在半公共空间的案件明显下降，发生在室

图3 2012年8月—2014年8月ZG市主城区贩卖毒品犯罪变化趋势
Fig. 3 Temporal patterns of drug dealing crime in central urban area of ZG city from August 2012 to August 2014

图4 打击前后ZG市主城区贩卖毒品犯罪核密度图
Fig. 4 Kernel density map of drug dealing crime in central urban area of ZG city before and after the crackd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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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公共空间的案件增加。在案件中低发
区 G6，发生在室内私人空间的案件增
多。与“雷霆扫毒”行动前相比，打击
后发生在半公共空间的案件占比下降，
而发生在室内私人空间和室外公共空间
的贩卖毒品犯罪案件占比上升（图6）。

4 ZG市主城区贩卖毒品犯罪
影响因素分析

4.1 城市建成环境的影响
虽然贩卖毒品犯罪热点的空间变化

及其转移趋势明显，但还需要进一步通
过数学模型验证其统计学意义。因此本
文采用负二项回归模型检验打击前后城
市建成环境与社区环境对贩卖毒品犯罪
影响的变化（表 2）。首先，两个时期模
型的α值均通过LR检验且显著大于0，表
明数据具有显著的过度离散特征，适合
用负二项回归模型建模。再者，两个模
型的AIC值存在差异，即相同变量在两
个时期拟合效果不同，进一步表明有必
要对打击前后的影响因素进行对比分析。
4.1.1 半公共空间的影响 打击前后半公共空间对贩卖毒品犯罪均有正向影响（表 2）。
在两个模型中，旅店旅社对贩卖毒品犯罪的影响均为正，它们通常为吸毒人员吸毒的场
所以及毒贩的藏毒之地，是贩卖毒品犯罪的高风险因素[42-43]。打击前旅店旅社系数为正
值，且在0.01水平下显著。其 IRR值为1.084，表明每增加一个单位的旅店旅社，贩卖毒
品犯罪案件发生率将增加8.4%。打击后其系数不显著，IRR值为1.010。与打击前相比，
贩卖毒品犯罪案件发生率比下降7.4%。在两个时期宾馆酒店对贩卖毒品犯罪均有显著正
向影响，IRR值分别为1.205、1.197，打击后边际效应变小。可能的原因是公安部门对旅
店旅社和宾馆酒店的重点打击以及实名登记入住制度的严格执行，毒品交易双方谨慎选
择此类设施进行交易。

图5 打击前后贩卖毒品犯罪案件在不同空间类型

的分布差异
Fig. 5 The distribution of drug dealing crime in different types

of space before and after the crackdown

图6 打击前后不同空间类型中贩毒犯罪案件占比变化
Fig. 6 The proportion of drug dealing crime in different types of space before and after the crackd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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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雷霆扫毒”的打击，便利店和商场超市对贩卖毒品犯罪的影响降低。打击前

便利店对贩卖毒品犯罪起显著的正向作用，结果与前人研究一致[45-46]。便利店规模小，人流

量相对较少，其附近的警用视频监控不完全覆盖，为毒品买卖双方提供有利的交易环

境。打击后便利店影响系数不显著。商场超市同样属于零售商业设施，其影响系数变化

与便利店不同。商场超市在两个时期均对贩卖毒品犯罪起显著的促进作用。相比打击

前，商场超市对贩卖毒品犯罪影响的显著性水平降低，IRR值由 1.193下降至 1.090，即

贩卖毒品犯罪案件发生率比下降 10.3%，表明打击后商场超市对贩卖毒品犯罪的影响减

弱。商场超市规模往往较大，拥有较大的人流量。这可能是由于近年来ZG市加大社会治
安管控力度，在人流量大的区域实施盘查等管理措施，对涉毒人员产生威慑作用。

打击前娱乐场所对贩卖毒品犯罪的影响起显著的促进作用。IRR值为1.069，表明每
增加一个单位的娱乐场所，贩卖毒品案件将会增加6.9%。娱乐场所人员复杂，其监管长
期以来广受诟病，经常被涉毒人员所提及[62-63]，缉毒警察早已盯上这个“污秽之地”。经
过“雷霆扫毒”专项行动打击，娱乐场所对贩卖毒品犯罪的影响不显著。

停车场的影响较为复杂，国外一些研究表明停车场对贩卖毒品犯罪具有抑制作用[25, 45]，
另一些研究认为其是毒品犯罪的风险因素[42, 64]。在本文中，打击前后停车场对贩卖毒品
犯罪均为正向影响。这可能是驾车运毒可以降低被查获的风险，并且一旦被警察盯上，
驾车逃逸更容易。实地调研发现贩卖毒品热点区域的停车场多位于室内，宽敞开阔，人
流稀疏，自然监视作用弱，为秘密交易提供有利的环境。打击后停车场的系数显著且
IRR值上升，表明打击后停车场对贩卖毒品犯罪的影响增强。
4.1.2 室外公共空间的影响 打击后室外公共空间变量对贩卖毒品犯罪的影响均增强。其
中，主干道和支路在两个模型中对贩卖毒品犯罪的影响都为正值且显著，表明它们对贩

表2 不同时期贩卖毒品犯罪负二项回归模型结果
Tab. 2 Negative binomial regression model for different years of drug dealing crime

半公共空间

室外公共空间

室内私人空间

控制变量

旅店旅社

宾馆酒店

便利店

商场超市

娱乐场所

停车场

主干道

支路

公交站点

公园广场

居民区

警力布控点

外来人口

夜间灯光亮度

受教育水平的赫芬达尔系数

常数

AIC

BIC

模型一(2012年8月—2013年7月)

Beta

0.080***

0.186***

0.092**

0.176***

0.067*

0.062

0.204***

0.177***

0.083**

0.057*

0.054

0.018

0.305***

0.392***

0.236***

-4.300

3269.458

3398.861

IRR

1.084

1.205

1.097

1.193

1.069

1.064

1.226

1.193

1.087

1.059

1.055

1.018

1.356

1.479

1.266

0.014

模型二(2013年9月—2014年8月)

Beta

0.010

0.180***

0.046

0.086**

0.052

0.078*

0.219***

0.205***

0.110***

0.101***

0.145***

0.020

0.208***

0.302***

0.417***

-4.514

2858.849

2988.252

IRR

1.010

1.197

1.047

1.090

1.053

1.081

1.245

1.227

1.116

1.106

1.157

1.020

1.231

1.352

1.518

0.011

注：***表示p < 0.01，**表示p < 0.05，*表示p < 0.1；Beta为模型标准化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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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毒品犯罪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这与国外研究一致[65-66]。涉毒人员通常基于可达性和安全
性的考虑选取交易地点[45]，交易地点位于主干道和支路附近既方便毒品交易双方到达，
也方便他们交易后快速逃离。打击前后支路 IRR值分别为 1.193和 1.227，打击后支路对
贩卖毒品犯罪的影响显著增强，贩卖毒品犯罪案件发生率比上升3.4%。打击后主干道的
IRR值变大，表明主干道对贩卖毒品犯罪的影响增强。

两个模型中公交站点均对贩卖毒品犯罪起显著的促进作用，其 IRR值分别为 1.087、
1.116。打击前每增加一个单位的公交站点，其附近的贩毒案件发生概率将增加8.7%，打
击后贩毒案件发生概率增加 11.6%，这表明打击后公交站点对贩卖毒品犯罪的影响增
强。公交站点密集的区域交通可达性高，为涉毒人员提供较大的耦合机会，且公共交通
为吸毒人员提供低成本的出行方式。此外，同为室外公共空间的公园广场，在两个时期
也对贩卖毒品犯罪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结果与Groff等在美国的研究类似[67]。公园广场为
秘密交易提供了适宜的城市公共空间，涉毒人员可作为游客混进去而不被监管发现。相
较于打击前，打击后贩卖毒品案件发生率比上升4.7%，表明打击后公园广场对贩卖毒品
犯罪影响上升，这可能是公安机关对娱乐场所、旅店旅社和宾馆酒店等半公共空间的重
点打击，迫使涉毒人员向监管较弱的公园广场转移。
4.1.3 室内私人空间的影响 打击前后居民区对贩卖毒品犯罪的影响变化明显。打击前居
民区对贩卖毒品犯罪的正向影响不显著，打击后其影响具有显著性，IRR值为1.157，表
明每增加一个单位的居民区，其附近的贩毒案件发生概率将增加 15.7%。打击后居民区
IRR值上升，贩卖毒品案件发生率比上升10.2%，表明随着打击行动的推进，居民区对贩
卖毒品犯罪的影响增强。毒品交易过程通常具有高度的保密性。居民区为室内私人空
间，可以有效隔离陌生人的监视，为非法交易提供秘密空间。
4.2 控制变量的影响

贩卖毒品犯罪与基层警力布控点无明显相关关系，这一结果与其他犯罪类型研究结
论不一致[38, 41]，可能是由于贩卖毒品犯罪特点与其他犯罪类型特点不同所致。在这两个
模型中，外来人口对贩卖毒品犯罪影响系数均为正值且显著，说明人口流动性和人口异
质性与贩卖毒品犯罪显著正相关。夜间灯光亮度对贩卖毒品犯罪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灯
光亮度值高的区域经济繁荣，拥有较多的毒品购买人群，毒品销售市场广阔。受教育水
平的赫芬达尔系数与贩卖毒品犯罪显著正相关，说明人群构成复杂和居住不稳定会导致
更高的贩卖毒品犯罪发生的概率。
4.3“雷霆扫毒”行动后续影响

“雷霆扫毒”专项行动后一年贩毒案件明显下降（图7）。“雷霆扫毒”专项行动开展
前毒情严峻，但公安机关对毒品犯罪案件的发现和查处能力相对偏低，案件数与毒情不
成正比。“雷霆扫毒”专项行动的开展明显提升了贩卖毒品犯罪案件的发现和查处成效，
特别是对大毒枭及贩毒团伙的打击成效突出，导致2014年贩毒犯罪案件大幅度下降，实
现了专项行动开展的目的。后续ZG市所在省又陆续开展了为期3年的“全民禁毒工程”

“禁毒2018两打两控”暨“粤剑扫毒”专项行动、“飓风行动”“净边行动”等一系列专
项行动。在这些专项行动的影响下，虽然贩卖毒品犯罪方式方法在不断变化，但公安机
关对毒品犯罪案件的发现和查处能力持续保持在高位（图7），显示出专项行动对打击隐
性犯罪的明显效果。此外，由于新型毒品制贩、走私和滥用问题日益突出，2015年公安
部、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国家卫生计生委和国家禁毒委员会办公室联合制定了
《非药用类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列管办法》，新增116种新精神活性物质管制品种，这也
在一定程度上导致2015年开始贩卖毒品犯罪保持高发态势[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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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霆扫毒”专项行动后发生在旅店
旅社、娱乐场所等半公共空间的贩卖毒
品案件先下降然后趋于稳定，打击行动
后此类场所一直是警方关注的重点区
域，贩毒案件得到有效控制（图 8）；发
生在室内私人空间的案件上升后保持稳
定，对半公共空间的打击促使毒品交易
向更私密的室内私人空间转移，因室内
私人空间的封闭性和排外性不易被发
现，这种上升的趋势很快趋于稳定；以
公园广场为代表的室外空间监管难度
大，此类场所的案发量与是否开展禁毒
行动密切相关，导致发生在室外空间的
贩卖毒品案件起伏波动。对于贩卖毒品
犯罪而言，交易场所会随着打击行动的
开展而发生变化，执法部门务必持续关
注，动态调整需要重点打击的场所。

5 结论与讨论

本文以 ZG 市主城区的贩卖毒品犯
罪为研究对象，综合日常活动理论、犯
罪模式理论和社会解组理论，分析打击前后贩卖毒品犯罪时空格局和影响因素的变化。
研究结论为：

（1）“雷霆扫毒”行动前后贩卖毒品犯罪时空上存在差异。“雷霆扫毒”专项行动的
开展明显提升了贩卖毒品犯罪案件的发现和查处成效，特别是对大毒枭及贩毒团伙的打
击成效突出，导致贩毒犯罪案件大幅度下降。打击前贩卖毒品案件数量波动起伏大，春
节假期前后是明显的高发期，空间聚集热点明显。打击后贩卖毒品案件数量处于平稳状
态，无明显高峰低谷，热点区域减少。

（2）打击前后不同类型空间对贩卖毒品犯罪影响变化趋势不同。打击后半公共空间
对贩卖毒品犯罪的影响显著下降；室外公共空间对贩卖毒品犯罪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且
影响增强；室内私人空间对贩卖毒品犯罪的影响显著上升。总体上，贩卖毒品犯罪的

“主阵地”由半公共空间逐渐向室外公共空间和室内私人空间转移。
（3）后续一系列专项行动进一步提升了对毒品犯罪案件的发现和查处能力，显示出

专项行动对打击隐性犯罪的明显效果。同时在一系列禁毒行动下，不同空间类型的贩毒
案件占比也发生变化，以上均表明公安执法部门必须对毒品贩卖犯罪进行持续的、有针
对性的打击，不能一蹴而就。

本文研究结果与已有研究存在异同。相同之处在于证实了犯罪模式理论中的犯罪发
生地和吸引地与贩卖毒品犯罪存在关联，例如宾馆酒店[42-43]、便利店[45-46]、娱乐场所[62-63]、
公交站点[64]、主干道和支路[65-66]对贩卖毒品犯罪起到显著的促进作用。不同之处在于前人
研究局限于毒品犯罪与建成环境的关系，没有考虑到打击行动等人工干预措施的影响，
而本文侧重分析打击前后贩卖毒品犯罪空间转移现象及其影响因素的变化。具体的贡献

图7 2013—2019年贩毒案件年变化
Fig. 7 Annual variation in drug dealing crime in 2013-2019

图8 贩毒案件在不同空间类型占比的变化
Fig. 8 Drug dealing crime in different types of sp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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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① 关注禁毒专项行动背景下，贩卖毒品犯罪空间转移现象。② 将城市建成环境
细分为半公共空间、室外公共空间和室内私人空间3种空间类型，分析它们在禁毒专项
行动打击前后对贩卖毒品犯罪影响的变化。

以上贩卖毒品犯罪空间转移规律可以为精准化缉毒提供科学依据。① 建议定期对贩
卖毒品犯罪警情进行分析与预测，识别其时空热点，以动态调整贩卖毒品犯罪打击和防
控策略；② 毒品犯罪打击的不同阶段，需要关注的犯罪热点区域以及重点场所不同。日
常巡防的重点区域也需要随着犯罪空间转移而动态调整，实现精准打击，提高防控效
益。本文的研究也存在不足，由于数据的难获取性，城市建成环境、社会经济特征数据
与贩卖毒品犯罪数据时间不完全一致，这在微观犯罪研究中比较常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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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mpact of "Thunder Anti-drug" operation on
drug dealing crime:

A case study of the main urban area of ZG city

LIU Lin1, 2, LIU Huiting1, CHEN Jianguo1, XIAO Luzi1, ZHU Weili3, SUN Qiuyuan1

(1. Center of GeoInformatics for Public Security, School of Geography and Remote Sensing, Guangzhou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006, China; 2. Department of Geography, University of Cincinnati, Cincinnati

OH45221-0131, Ohio, USA; 3. Investigation Department, Guangdong Police College, Guangzhou 510440, China)

Abstract: Drug dealing is closely related with economic benefits, which brings great damage
to the society. Many strict measures have been taken to crack down drug- related crimes in
China, but there is a lack of research on the spatial displacement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changes of drug dealing after crackdown. Based on the routine activity theory, crime pattern
theory and social disorganization theory, this study built negative binomial regression models
before and after the "Thunder Anti-drug" operation respectively, and analyzed how the impacts
of semi- public, outdoor and private spaces on drug dealing had changed in the microcosmic
scale. The findings are as follows: (1) Drug dealing crimes dropped significantly immediately
after the operation. (2) The impact of the semi- public space, such as hotels, stores,
supermarkets and entertainment places, on drug dealing crimes decreased after the crackdown.
(3) The impact of outdoor public space, such as main roads, branch lines, bus-stops and parks,
on drug dealing crime strengthened after the intensified crackdown. Private space such as
residential areas had significant positive influence on drug dealing crimes, and the impact
strengthened after the crackdown. The results show that drug dealing crimes moved to outdoor
public space and private space from semi-public space. The "Thunder Anti-drug" operation was
effective to crackdown top drug traffickers and drug dealing gangs, which led to a massive
decline in drug dealing crimes in 2014. The follow-up operations further improved the ability
for investigating hidden drug crimes. The results show that law enforcement department must
carry out sustained and targeted operations on drug related crimes, to ensure continuous effect.
Keywords: drug dealing; crime displacement; built environment; Thunder Anti-drug; negative
binomial regr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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